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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华新文学与中国新文学的关系探析​[1]​

张长虹​[2]​

1920年代，受中国“五四”新文学的影响，泰华新文学产生了。在8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泰华新文学的成长与中国新文学密切相关，在逐渐形成特有风格与文化精神的同时，泰华新文学也给予中国新文学有益的启示。

一 中国新文化人推动泰华新文学的发展

20世纪初，渐渐增办的泰国华文报云集了许多具有先进思想的中国文化人，他们积极宣扬“五四”新文化新道德、提倡科学民主，那些发表及转载的新白话文给了泰国华侨华人极大启发，在当地培养了新的写作者与读者。1922年，《中华民报》文艺版《小说林》转载了中国现代著名作家许地山的长篇小说《命命鸟》、洪深的话剧《赵阎王》以及胡愈之翻译的日本诗歌《街之歌者》。此刊还辟有《学生版》，发表当地华侨华人的作品，像子才的小说《拉夫歌声》、无心的新诗《爱神》、《昨夜的梦》与散文《爱神和饿鬼》以及良工的《故乡带来的礼物》等等，​[3]​这些作品可谓泰华新文学的滥觞。
最初泰国的华文作家多数是来自中国的“新客”文化人，其中有少数是泰国出生的华人，但幼年就回到中国或香港升学，接受中国新文学思潮教育的年轻人。​[4]​南来中国作家通过组织文学社团、掀起文艺论争积极推动泰华新文学的成长。1928年3月，享誉泰华报界的资深作家方修畅、郑铁马、黄病佛等20多人创建“彷徨学社”，提倡新文学，他们常常在《国民日报》上出版《彷徨》、《平芜》等文艺专刊及学术性期刊《天野》。在整个1930年代，“彷徨学社”一直健康发展，林蝶衣、翁寒光、丘心婴等一大批文艺青年不断成熟，形成骨干，创造出泰华新文学的第一个黄金时代。​[5]​1930年代末，南来作家和本地华文作家展开了歌颂抗战救国与反映此时此地的大众生活的论争，当时中国现代文坛关于“国防文学”与“民族大众文学”之争、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也在泰华文坛掀起了相应的波澜。1946年7月，经林蝶衣、珊珊等人发起的暹华文艺研究会正式成立，为宣扬中国“五四”新文化及鲁迅精神，团结新老作家，组织泰华文艺创作等方面作了一定的工作。
1940年代后期至1950年代中期，一部分中国来的文人，大多数返泰的作家和逐渐成长的当地作家像方思若、年腊梅、沈逸文、吴素臣，包括从马来亚转来的米军、自新加坡北上的吴继岳等逐渐融成本土作家群，坚持文艺作品应反映现实生活。部分来自中国、不熟悉泰国当地民俗生活的文化人常常直抒胸臆，希冀泰国华侨华人能了解故乡亲人的真实情况，他们写出来的作品与当地读者的阅读习惯有距离，久而久之，便引发了一场“此时此地”与“面向祖国”的文学论战，即文艺是写现实还是超现实的交锋。僵持一段时间后，双方终于取得较为一致的看法，即“面向祖国”与“此时此地”应结合起来，它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坚持文艺超现实的中国来的作家反对当时本土作家只写吟风弄月、不关痛痒的作品。​[6]​这些南来作家创作内容比较充实，他们还运用了一些新的表现手法，使泰华文坛为之焕然，从而有利于逐步缩小泰华新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距离。
从1960年代起，为了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泰国放弃“经济泰化”政策，开始重视华人的经济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政治因素给华文教育带来的危机。同时，追随美国的泰国政府与台湾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数批台湾文人先后应邀到访泰国。《世界日报》为台湾报业在泰国的分支，报社总编、社长饶迪华先生和《湄南河》副刊第二任主编摩南女士坚持长期关注并倾力扶植新秀。1980年代以来，随着中泰邦交正常化，泰华文学界与中国文学界、学术界的交流日益频繁。香港诗人犁青，台湾诗人余光中、痖弦等，文学评论家李瑞腾、孟樊也曾到访过泰国。这些使用同一语言、信守同一文化传统的作家在相互交流中引发了几场文学论争，泰华文坛出现新的创作样式与方法。自1980年代中期起，泰国华人新移民作家为泰华新文学注入了生机，主要代表有李经艺、梦凌、苦觅、今石、蓝燄、曾心、博夫等等以及后来去了日本的波子、移居香港的钟子美和回到中国的陈雨等等。
步入21世纪后，泰华作家、诗人愈趋老化已成为困扰泰华文学界的重症。对此，主编《湄南河》20年的台湾诗人林焕彰果断采取力措，从2003年元旦起新辟“刊头诗”专栏以保持“水土”。刊头诗通常限于6行之内，每日一首，在世界华文诗坛独树一帜。近年来，林先生在《湄南河》先后策划访谈多位资深泰华名家，发掘并保留了珍贵的文学史料。他还开辟“2005年大制作•名家新作展系列•泰华卷”专版，坚持每周七期以全版位刊出泰国作家创作，阵容浩大，成果卓著。

二 泰华新文体与作家创作受中国新文学的影响

泰华新诗以现代主义诗为起点，现实主义诗逐渐成为主潮。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受中国早期新诗和现代派诗的影响，林蝶衣、林逸云、陈天钟等开始尝试现代诗，以新白话文为语言，采用自由体，注重个人抒情，浪漫而感伤，暗射当时泰国社会现实。司马攻认为“林蝶衣先生的诗受到现代派的影响，他一九二九年写的《破梦》，便是‘托内心体验的迷茫，梦幻般诗情，外化为意象’”​[7]​。对此，不少华文报颇为关注，《中华日报》主笔张复炎更是极力主张年轻人应写新诗，并提出“新诗是文学中一支轻骑兵”。​[8]​丘心婴、李慕逸及文化人黄崇治等也以提供园地、中肯批评的方式勉励新诗创作。不久，陈容子的《后窗》、《海誓》，方涛的《无题》，温暖的《信》、《灯》等小诗陆续见报。这些自由体诗突破了旧体诗的羁勒，用明白简练的语言表现跃动的情感、平凡的生活。二战之前，泰华现实主义诗风日益盛行，以暴露社会阴暗、追求个性自由、异乡思亲等为主要内容。泰华作家史青写于1970年代的诗集《洪泛的河》中有少许政治讽刺诗，与袁水拍和臧克家的诗有相似之处。1946年，袁水拍的政治讽刺诗《马凡陀山歌》在国统区出版。相对而言，臧克家的讽刺诗抒情色彩稍浓。虽然史青的诗没那么袁水拍的那么尖刻，也没臧克家那么抒情，但他的讥讽之味得二者精髓，如用通俗、形象的民间语言和歌谣引领人们穿过遮拦本质的重重帘雾，直指社会黑暗的根源，并融合自己的个性，具有泰华社会的特征。1970年代末，中国大陆出现的新朦胧诗注重表现自我的情感和心灵世界，以传达对社会、人生的体验为主要目的，具有内向性和朦胧性。其后，台湾现代诗人痖弦、余光中、洛夫等相继到泰国作现代诗的专题演讲。“笠”诗社代表林焕彰主张用口语话的大白和情感的率真反映现实。泰华诗人李少儒曾言：“林焕彰是泰华现代诗的响导”​[9]​、“他以《世界日报》湄南副刊编辑的身份，推动了泰华新诗的发展”​[10]​。泰华现代诗的朦胧感鲜有西方现代派诗的孤绝意识，它在书写心灵体悟的同时，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社会良知关注着人民的精神疾苦，诗歌意象既有暗示性，也有现实性，属于新现实主义诗。
1920年代，中国现代话剧传入泰国。泰华话剧肇始于抗战时期，并随时势掀起一道浪潮。1938年至1939年的泰国报刊《暹罗华侨日报星期刊》、《中国周刊》载有29篇泰华话剧剧本。1938年，《放下你的鞭子》在泰国上演。翌年，中国旅行歌舞团在曼谷演出《雷雨》，泰华文化界因之掀起一场广泛的论争。1940年代初，黄流、郭森林、高戈等人召集了黄魂、新中华学校的部分师生及对文艺戏剧有兴趣的进步人士成立“友艺”剧社，在曼谷演说街电影院公演《陈圆圆》、《歌舞升平》等。​[11]​平凡剧社的《屈原》、安琪儿剧社上演杨白冰的《破灭》也有广泛的受众。​[12]​除了话剧演出之外，南来潮剧社、歌舞团的参与也促进了泰国戏剧评论的繁荣。1938年至1939年，《暹罗华侨日报星期刊》发表了数篇评论，像单笛的《由暹罗的“占忽”谈到街头剧》，大圣的《漫谈儿童与戏剧》等等，一同推动了泰国华语话剧水平的提高。
陆留曾汲取鲁迅的《野草》、沈尹默的《三弦》和卞之琳的《断章》的精神之光。陆留是较早一批从使泰华文学接上中国“五四”新诗与散文源头的人，他师从鲁迅、丽尼等人的“诗化”散文的艺术手法，为泰华散文的创作带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丰富了泰华散文的艺术表现手法，从而也就证明了自由散文创作的历史价值。​[13]​但对陆留影响最深的当数丽尼。丽尼对“苍鹰的歌唱”令陆留神往自由的生命，丽尼心灵的“黄昏情结”为陆留的散文抹上一层迷人的黄昏美。陆留甚至借用了丽尼两个散文集《黄昏之献》和《鹰之歌》的名称。​[14]​ 
杂文产生于中国“五四”时期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中，鲁迅先生的杂文为起点和高峰。泰华杂文从1930年代郑铁马的《梅子》开始，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逐渐兴盛。其间适值泰国经济飞速发展，社会问题频出，华侨华人的生存境况不容乐观，不断觉醒的泰华作家如史青、许征鸿等在吸收中国现代文学的养料时，逐渐意识到杂文在发挥社会批判功能上具有无以替代的效用，便开始杂文创作，进而在泰华文坛掀起一轮杂文写作高潮，史青的杂文代表作有《搔痒集》、《葡萄架下闲话》，其间成就较高的还有倪长游、黄勉、黎毅等。田夫的杂文用马凡陀的山歌“梦做某国人，醒来黄脸婆”将《“书呆子”与“洋狗”》里那些整天迷心于外表的人讥讽入骨。
在泰华诸文体中，小说受中国新文学的影响最为深远。1930年代末，“文学青年们学习和阅读了……上海‘左联’的文学作品，鲁迅的《阿Q正传》，巴金的《家》、《灭亡》及高尔基的《母亲》等”。​[15]​1940年代，郑铁马在短篇小说集《玫瑰厅·后记》阐述了批判现实主义态度的可行性和必要性。1940年代末到1970年代，泰华小说受到文艺大众化与民族化思潮的影响。洪林的《中国传统文化对泰华文学的影响》​[16]​谈及鲁迅的《狂人日记》等名著对泰华文学界有非凡的指导作用，认为茅盾、曹禺、巴金的著作对泰华新文学亦影响深远。泰华作家曾德华介绍了《祥林嫂》、《林家铺子》等评文，​[17]​这些均从史实上表明中国现代文学对泰华小说的影响。明显受到巴金《家》影响的有叶树勋的《家风》和史青的《灰色的楼房》，方式各不相同：前者是在主题上秉承了追求自由婚姻的精神，后者则把《家》纳入叙说的框架，让相关的人物阿兰参照《家》中的鸣凤，通过慧敏和“我”对觉新这一角色的剖析、关注现实悲剧的男女主角引导情节的发展。摩南主编《湄南河》20年间，先后邀请琼瑶、华严、郭良蕙等作家访问曼谷，举办文友座谈会，并引介他们的小说。1960年代，香港文坛“武侠奇才”金镛的小说也传到泰国。​[18]​《世界日报》小说版还刊登过古龙的《红尘白刃》、梁羽生的《绝寒传烽录》等武侠小说。“修朝的小说便受到金镛的影响”​[19]​，“周天晓等人也受到武侠小说的影响”​[20]​。徐訏的小说在泰国亦颇受欢迎，一些泰华作家深受其影响，摩南的《在虚无缥缈间》就与徐訏的《鬼恋》在情调营造上用工相仿，都采用缥缈、朦胧的情感和时时笼罩着读者的神秘氛围引人入胜。1986年，作家郑万隆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泰国时，《新中原报》转载了他的小说《空山》。​[21]​这篇小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1980年代前期中国大陆新探索小说的一种风格，即没有明确的主题、完整的情节和成熟的人物性格。不料，这部小说引起泰国华族作家的批评，然而，从总的来看，仍有一些泰华作家对新的小说形式采取了欢迎的态度。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泰华文坛出现了若干篇摆脱现实主义传统的小说，如刘白的《回光返照》以梦幻的笔法，道出了作者担忧华文教育事业日渐式微的心理；琴思钢的《猫尸及其他》采用意识流的表现手法，展露了自己对一群身无恒产的都市新流浪者命运的深深忧虑。
1950年代至1960年代，香港华文文艺书刊对泰华新文学影响很大，“掌篇小说”一词就是由香港传入的。而“香港部分作家把小小说称为‘掌篇小说’是受1925年日本作家川端康成、横光利一以及后来的石川达三、阿力田高和星新一等的影响”，“掌篇小说第一次在泰华文坛出现是在20世纪50年代《曼谷新闻》周刊的小说版上，……五六十年代，方思若在《新闻周刊》的‘小说版’特辟了‘掌型小说’专栏”。​[22]​这种萌芽状态持续了30余年，直至1990年代才开始抽苗并掀起高潮。

三 泰华新文学的成就与启示

泰华新文学源于中国现代文学，但从萌芽伊始就显示出不弱的本土化气势，不断在作家风格、人物画廊、文化意象、文学语言等方面取得成就。1930年代至1940年代，在泰国出生，回中国受教育又返泰的作家林蝶衣、郑铁马、巴尔、陆留的创作有《破梦集》、《玫瑰厅》、《禁区》、《风雨京华》，土生土长的泰华作家方涛诗集《水上的家庭》、《梦之谷》、《来自海滨》风格纯朴、感人至深。从主题上看，这些作品大多已具有现实主义创作特征，作家逐渐形成的个性化文风也使泰华新文学开始本土化。另一方面，泰华新文学的本土化还表现在泰华文人选择性地介绍中国现代作家作品，如洪深的《赵阎王》与许地山的《命命鸟》等，这些作品不仅适应了泰华作家主动关注社会底层的需求，也与泰国特有的佛教文化相契合。
早期泰华新诗集合了1920年代至1930年代中国新诗的特点，在探索中与现代派诗的创作特征达到了某种契合。直接影响林蝶衣的有主张“专在抒情”、重视想像的第二代白话诗人以及早期新月派，但他没有像新月派诗人那样追求形式，而是在观照内心感觉的时候，率性地弹拨出隐隐可闻的情绪旋律，认为实质的美才重要。除了林蝶衣之外，陆留、落叶谷、史青、李望如、李少儒、司马攻、饶公桥等作家也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在艺术方面，泰华作家不仅关注新的创作手法，还顾虑到特殊的读者群体的审美需要，塑造了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文学意象，形成新的文学语言。泰华新文学作品不仅人物形象多样化、个性鲜明，如性格复杂滑稽狂痴的“未运通”、献身华文教育的山芭女教师丘莲、直肠快言的老妇横陇姆，而且营造了优美、独有的泰国意象——红毛丹、榴莲、莲、湄南河、桂河桥等等，烙下小乘佛教的印记。泰国华族作家既深深地念着祖籍国，又热爱自己为之挥洒血汗的土地。因之，泰华新文学在秉承中华文化精神的同时，也吸收了泰国宗教文化与风俗。80多年来，泰华作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文学语言以展示生命的风采与内质，具言之，也就是以现代汉语为主，吸收了广东潮汕方言和泰国华族作家创造的新词等多种语言成分。由于身处特殊的多元文化环境，泰华新文学语言还吸收现代泰语词汇和泰国语言的语法特点，并在一定程度上融合潮汕文化、泰国本土文化、西方文化及周边国家文化。
泰华新文学在发展过程中主动与中国新文学交流，得到中国文学界的重视，给予中国新文学特殊的启示。第一篇走出湄南河，并在中国当时重要的文学期刊上发表的优秀泰华作品是辣辣（原名陈碧波）的《归国》。晴虹在《廿世纪卅年代的泰华文学繁荣局面》​[23]​提及1930年代辣辣所写的《归国》载于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24]​。与同期同类主题的其他作品相比，《归国》还将个人、家、国、民族统一为整体，进一步反映了人类跨越国界的民族归属心理以及内在自强的精神诉求，具有超越国家和历史的普世意义。
1947年元旦，殷拓和米军分别在《暹华文坛一年来的回顾》与《献给鲜花文艺工作者的三个希望》提出暹华文艺界应与祖国的文协取得联系，使国内外文艺交流起来，不再把自己陷于孤军作战的范围内。此前，陆留已于1940年在香港出版散文集《椰叶篇》，1940年代至1950年代间，陈容子亦在香港出版了《秋情曲》等两本散文集。从1950年代中期起，泰华新文学开始向外发展。知名作家落叶谷呼吁“泰华文艺作品出国”，得众人响应，随后，泰华作家逐渐将作品传播到域外。白翎的《蓝色的星空下》参加1967年马来亚《教与学》杂志的大规模文艺比赛，夺得公开组短篇小说的首名。​[25]​香港艺美图书公司每月编印的南洋文艺专辑丛书曾转载了不少泰华作家的小说、散文、诗歌和翻译作品，如马凡、黎毅、李群、黄沙扬、徐翩等。不仅如此，落叶谷和徐翩的作品均在香港出了多部单行本应市。​[26]​1950年代中期，陈仃的《三聘姑娘》出版了单行本，“不但在泰国华人读者中有较大的影响，而且被香港文艺界誉之为泰华文学的代表作”​[27]​。
近20年来，在原会长方思若先生、现任会长司马攻先生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泰国华文作家协会积极参与国际文学交流，多次组团到东南亚其他国家及中国大陆的北京、广东、福建、江西、云南以及香港、台湾等地参加华文文学研讨会，譬如1987年香港《文学世界》社长犁青主持的作家诗人座谈会，1987年以来在厦门大学举行的数届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1991年广东中山市的“第五届海外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等等。1990年至今，泰华作家协会成功举办过两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设立了亚细安华文文学奖以推动亚细安各国华文文学的发展。1990年6月，由亚华作家协会主办的“第四届亚洲华文作家会议”在曼谷举行。此次会议关于成立“世界华文作家协会”的决定于1992年在台北得以实现，开会期间，泰华文艺作家协会还见缝插针地主持了一场“现代诗问题座谈会”。​[28]​近20年来，林蝶衣、司马攻、梦莉、姚宗伟、曾心等泰华作家作品得到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学者与作家较高的赏评。2001年，曾心的《鳄鱼密码》获“世界华文报告文学征文奖”，其《猴面鹰哀思》被选入第一届冰心散文参赛文选《千花集》，小小说《蓝眼睛》、《三愣》、《互考》被选为中国和泰国华文大学、中学教材。中国学界还对泰华新文学发展史及文学语言开展进一步系统、深入的研究，主要成果有潘亚暾的《海外华文文学现状》、陈贤茂主编的《海外华文文学史》、李国正等合著的《东南亚华文文学语言研究》等等。
此外，泰国归侨文人通过撰写史稿、回忆录与结集出版，为中国文艺界研究泰华新文学提供了宝贵的史料，具体有陈春陆与泰华作家陈小民合著的《泰国华文文学初探》，张海鸥的诗歌《曼谷天空下》，归侨文艺工作者周艾黎的回忆文章《遥祭天南柳烟老人》和《战后“新唐”作者在泰文坛的表现》、宋朗的《回忆曼谷青年文艺社》、杨白冰的《光明周刊与文艺研究会》、卢煤的《新唐作家反对“此时此地”吗？》、陈陶的《暹罗华侨艺术协会——半世纪前泰华文坛回忆录》等。

由此可见，泰华作家从中国新文学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新文化与文学精神，进而推动了所在国华文文学的发展，同时，泰华新文学取得的艺术成就与经验也给了中国新文学积极的启示。



PAGE  



4



^1	  载《回顾与展望：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20周年》，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版，第331－337页。
^2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馆员，中文系博士生。
^3	  巴尔：《泰华文学小史》（初稿），载《香港文学》1990年第1期。
^4	  犁青：《泰华文学的历史文化背景》，载犁青主编《泰华文学》，香港汇信出版社1991年版，第27页。
^5	  参见周艾黎：《遥祭天南柳烟老人》，载《回音壁》1986年第1期。
^6	  参见周艾梨：《遥祭天南柳烟老人》，载《回音壁》1986年第1期。
^7	  司马攻：《破梦集·桥上集·前言》，载林蝶衣《破梦集·桥上集》，泰华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8	  陈春陆、陈小民：《泰国华文文学初探》，广东新世纪出版社1990年版，第7页。
^9	  李少儒：《五月总是诗·编后》，曼谷/自印，1989年，第112页。
^10	  李少儒：《听自己的脚步声》，国际华文诗人笔会论文，1998年。
^11	  胡琦：《“春秋剧社”高潮时代——泰华歌舞剧活动史话》，《时代论坛》1994年第8期。
^12	  胡琦：《“春秋剧社”高潮时代——泰华歌舞剧活动史话》，《时代论坛》1994年第8期。
^13	  参见黄飞：《陆留的散文》，选自《陆留散文集》，泰国亚太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0－231页。
^14	  此段参见黄飞：《陆留的散文》，选自《陆留散文集》，亚太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0页。
^15	  犁青：《泰华文学的历史文化背景》，选自犁青主编《泰华文学》，香港汇信出版社1991年版，第28页。
^16	  见《泰中学刊》第4期，1998年。
^17	  年腊梅：《泰华写作人剪影》，泰国八音出版社1990年版，第155页。
^18	  饶芃子主编：《中国文学在泰国》，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119页。
^19	  参见年腊梅：《泰华写作人剪影》，泰国八音出版社1990年版，第107页。
^20	  参见饶芃子：《中国文学在东南亚》，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119页。
^21	  赵朕：《泰国华文新文学的历史扫描与前瞻》，载《唐山师专学报》1999年第1期，第59页。
^22	  司马攻：《泰华的小小说》，选自《泰华文学漫谈》，泰国八音出版社1994年版，第159－160页。
^23	  载泰国《亚洲日报》，2006年10月2日。
^24	  经笔者核查，随笔《归国》载于《文艺阵地》1939年第二卷第9期。
^25	  方思若：《〈风雨耀华力〉的诞生与作者群像》，载《风雨耀华力》，鹭江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26	  陈春陆、陈小民：《泰国华文文学初探》，广东新世纪出版社1990年版,第16页。
^27	  陈春陆、陈小民：《泰国华文文学初探》，广东新世纪出版社1990年版，第80页。
^28	  白翎：《近十年来泰华文坛活动大事记》，载泰国《新中原报》，1992年1月1日。
